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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

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

陈心想

提要：回顾社会学美国化的历史，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对建构中国特色社

会学学术体系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从三个

方面加以梳理：社会学早期发展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关系，以统计技术和科

学地位作为合法性的学科独立，以及“范式”概念受到的挑战与多元化的社

会学取向的形成。基于社会学美国化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提出对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学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一是在学术体系中的理论话语上，要以社会

学的学术立场，回应中国和世界的时代重大命题；二是在社会学作为学科的

方法定位上，要重视实质性问题，避免极端量化科学主义；三是社会学学术体

系要具有开放包容性，实现学者学术地位与公共影响的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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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中断近三十年的社会学在中国重建，迄今已经历近四十
年的发展，成就非凡。社会学从欧洲到美国扎根成长，经过了近一个世

纪，形成了美国风格的社会学，也即美国化的社会学，从而使美国成为

世界社会学的重镇，影响甚至主导了世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新时代

中国社会学的定位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因此，回顾梳理社

会学美国化的历史，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学术体系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笔者拟就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

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启示做一梳理和分析，把一些不成

熟的想法总结一下，以期抛砖引玉，供大家批评和讨论。

一、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

社会学的三大经典奠基人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皆为欧洲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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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学创立是从欧洲学来的，存在着社会学美国化的问题。社会学

美国化的历程总体而言，就是社会学在美国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作为

一门草创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追求：社会

学是科学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这是最优先的诉求；社会学是有用的，可以参
与公共话语和政府社会项目，这也是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必不可少的。

围绕着这两个追求，一代一代美国社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参与了

社会学美国化的过程，在特定时空下不同角度的碰撞造就了美国社会

学的格局和特征。

美国第一代社会学领军人物莱斯特·沃德、威廉姆·萨姆纳、富兰

克林·吉丁斯和阿尔比昂·斯莫尔等人都不是社会学科班出身。到以

奥格本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第二代社会学人开始致力于社会学的美国

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两点促成了美国化的社会学，一是美国实

用主义哲学（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９；赵鼎新，２０１８），一是科学化（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
科学化是以统计学技术的发展为依托的统计量化分析。大力提倡并极

力鼓吹科学化的中坚人物则是以《社会变迁》（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Ｒｅ
ｓｐｅｃｔｔ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而著名的奥格本。

注重运用统计学知识和量化方法，以达到社会学的科学性是美国

社会学的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从美国社会学的开创时就已种下基

因，并通过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的推动和促进，到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分水岭。美国社会

学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从欧洲引进社会学思想，直到二战爆发之前，
是其创立和羽翼渐成期。二战爆发时，各高校社会学系基本完成了独

立门户，而不再依附于其他系（主要是经济系）。同时，社会学年会也

与其他学科年会分开，社会学作为一个职业真正实现了独立门户

（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二战后，社会学为自身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而
奋斗，加速了量化研究的进展和对科学性的诉求（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我们
先来看二战前的美国社会学创立和羽翼成长阶段。

（一）美国社会学的创立与初步发展：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亲缘
１．为什么初创期社会学设在经济系？来自欧洲的两个思想根源
从美国社会学起源史看，与其说社会学在美国学科化是从统计学

和历史学两个学科排除的领域转换而来的（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７），不如说是从
经济学和统计学两个学科领域转化而来的（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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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虽说是历史学学科，但主要是历史经济学，即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制

度主义学派。而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和统计学的量化技术给美国社会学

从草创期就打下了量化方法的深深烙印。美国社会学最初是设在经济

学系里的，如果不是回顾社会学史，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经济学系曾是社

会学的母体。美国社会学的量化方法和科学追求要追溯到第一代社会

学人中坚分子富兰克林·吉丁斯。吉丁斯于１８９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
经济学系被聘为社会学教授，虽然是一位主要靠自学成才的社会科学

家，但在美国经济学会里得到了很大的荣耀和尊重，并且是统计学会的

研究员（ｆｅｌｌｏｗ）。在吉丁斯的带领和经济学系顶尖教授的帮助下，哥大
成长为美国社会学的领导中心（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

杨格（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根据美国各个社会学系在１９２０－１９３９年间所
培养的博士生的总数排出前２０名，考察这些精英社会学系的起源，统
计结果显示其中１７个（８５％）都是从经济学系开始设置社会学课程
的。另外三个中，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１８９４年独自建系起步，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社会学系。但这是一个半偶然的事件，主要

是为了聘用斯莫尔（ＡｌｂｉｏｎＷｏｏｄｂｕｒｙＳｍａｌｌ）入职芝加哥。斯莫尔在德
国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并在美国经济学会创建人政治经济学巨擘理查

德·伊利（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Ｅｌｙ）手下拿到博士学位，也就是说芝加哥大学社
会学系的创办人和首任系主任是经济学家出身。另外两个不是从经济

学系羽翼下发展而来的社会学系皆为教会大学，重在社会学的“社会

工作”一面，但后来都失去了影响。从经济学系羽翼庇护下成长的社

会学系，是主流的哥伦比亚模式（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哥
伦比亚大学在１９２４年才把社会学从经济学系独立出来，成立社会学系
（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

杨格（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把美国社会学从经济学系或政治经济学领地
创立直到二战爆发之间与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赞助期（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ｓｐｏｎｓｏｒｓｈｉｐ：１８８０－１９０６）。也即在１９０６年美国
社会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于 １９５９年更名为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以下均称“美国社会学会”）创立之前，社会学
人都是在经济学会里活动，加入的是经济学会。１９０５年成立的社会学
会的发起人查尔斯·韦迪兹（ＣｈａｒｌｅｓＶｅｄｉｔｚ）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帮助下，９名社会学家核心积极分子安排
部署了社会学会成立活动。而这９名社会学家中，只有１人不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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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会员，且其中７人研究生期间接受的是经济学训练，４人曾经或即
将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核心领导。比如吉丁斯就曾经出任美国经济学

会副会长。

在美国社会学会成立后开始了 ２０年的与经济学会的合作期
（１９０６－１９３６）（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这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
过与经济学会联合开年会的方式进行合作。比如从 １９０６年到 １９３５
年，３０次年会中有２１次是联合开的，占７０％，两个年会开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甚至会长演讲也是联合的，双方一起聆听。但是从１９３０年
到１９５０年这个阶段，社会学与经济学经历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合作的高
峰期后渐行渐远，到二战爆发时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学的完全独立，年会

再也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联合召开，而是各开各的，会员也各自分

开，共享会员越来越少（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
简要回顾这些美国社会学与经济学关系的历史，是为了说明美国

社会学的背景和经历，以便于理解社会学的美国化。这时我们会问：为

什么早期美国社会学会在经济学系羽翼下创立并发展开来？回答这个

问题，就要回顾社会学从欧洲飘海越洋到新大陆时候的情况。美国社

会学来自欧洲的源头有两个，分别是英国斯宾塞社会学思想和德国的

历史经济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斯宾塞社会学深深
扎根于市场的比喻：社会也是竞争和分工。斯宾塞思想资源更多地来

自于经济学，受到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影响，他本人曾经在《经济

学人》（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杂志做了五年编辑（Ｃｏｓｅｒ，１９７１）。德国的历史经济
学与马歇尔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凯恩斯经济学不同，历史经济学强调制

度，属于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制度主义强调传统、习俗、思维方式等，与

社会学的研究更为亲近，也被称为社会学的经济学。这一制度主义经

济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存在，再加上斯宾塞强调竞争与分工的思想，使得

经济学人认为社会学可以拓宽经济学的领域。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

支，社会学受到了支持和重视。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美国经
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问世，政府干预、调整利率

和就业的思想使得制度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的领地逐渐萎缩，地

位式微，而新古典经济学的胜利让社会学在经济学领域再也难以抬头。

换句话说，经济学内部的新古典和制度主义之间的矛盾曾经让社会学

得到过经济学系的庇护，获得支持与合作，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

新古典经济学的胜利，经济学内部这一大矛盾消隐，造成社会学最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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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分道扬镳（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
２．美国社会学的量化传统与统计学的早期亲缘关系
量化研究和统计学的运用是美国社会学草创时期就立下的传统。

卡米克和谢宇对美国社会科学的统计学转向曾做过深入的探讨，在１９
到２０世纪的世纪之交，哥伦比亚大学掀起了社会科学的统计学转向，
心理学的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ＪａｍｅｓＭｃＫｅｅｎＣａｔｔｅｌｌ）、人类学的
弗朗茨·博厄斯（ＦｒａｎｚＢｏａｓ）、经济学的亨利·穆尔（ＨｅｎｒｙＬ．Ｍｏｏｒｅ）
以及社会学的富兰克林·吉丁斯（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Ｈ．Ｇｉｄｄｉｎｇｓ）这四位社会科
学先驱是各自学科统计学转向的代表（Ｃａｍｉｃ＆Ｘｉｅ，１９９４）。人类学和
心理学领先一步，社会学和经济学紧随其后，把欧洲发展起来的统计方

法应用到各自的学科；因为彼时学科之间界限模糊，作为“新来者”

（ｎｅｗｃｏｍｅｒ），社会学和经济学学者们画出边界，取得学科合法性则是
关键工作（ｄｏ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ｗｏｒｋｔｏ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Ｃａｍｉｃ＆
Ｘｉｅ，１９９４）。故而对社会学而言，在这一背景下，以吉丁斯为代表的学
者向心理学和人类学学习，采用了为社会学获得学科合法性的统计学

转向策略。

在吉丁斯为其弟子奥格本等推出的第一本研究生培养手册中，就

定下了量化社会学的要求（Ｂａｎｎ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４）。其中毕业于１９１１年的两
位博士威廉·奥格本（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Ｏｇｂｕｒｎ）和斯图亚特·查品（Ｓｔｕａｒｔ
Ｃｈａｐｉｎ）为未来的社会学量化研究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奥格本尤为
突出。社会学与统计学的亲缘从奥格本个人经历中也可见一斑，他在

１９２９年任社会学会会长，１９３１年任统计学会会长，而且曾担任《美国
统计学会杂志》编辑（１９２０－１９２６）（Ａｂｂｏｔｔ，１９９９；Ｏｄｕｍ，１９５１）。社会
学与统计学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从两者当时联合开年会情况看出。根据

杨格（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的统计，自美国社会学会成立后的１９０６年第一次
开年会到 １９３５年的 ３０次年会中，有 １９次是与统计学会联合的，占
６３％，仅次于与经济学会联合次数。排在第三位的是政治科学，仅为８
次。而人类学和心理学这两个我们现在认为与社会学比较近的学科，

则一次也没有。彼时这两个学科与社会学距离很远，几乎不相往来，二

战前，社会学几乎没有在这两个系里开课。

３．威廉·奥格本：一个“知我、罪我”的关键人物
在美国社会学风格形成过程中，威廉·奥格本是一个关键人物。美

国社会学先驱以沃德、萨姆纳、吉丁斯、斯莫尔和罗斯等为代表，他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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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代美国社会学人核心人物。而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当属吉丁斯的

哥伦比亚社会学派。吉丁斯是美国社会学领军中心的哥大学派的创办

人和核心人物，是量化社会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实际执行者。“吉丁斯

不仅是统计学重要的支持者，更是一位超越技术专家（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ｔ）
之上的富有远见的技术狂热者。他领导和推动了美国社会学量化经验

研究（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尽管早期是经济学家为他的学生提供高
级统计训练”（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９５）。其实，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社会学家
们比如吉丁斯的学生罗伯特·查多克（ＲｏｂｅｒｔＣｈａｄｄｏｃｋ）还在为经济学
学生教统计学课程（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９５）。吉丁斯指导的博士生众多，超
过５０位，且多在大学、出版及公共事务等方面身居高位。其中六人后
来当过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奥格本就是其中之一。

奥格本出生于１８８６年，１９１１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导师是吉丁
斯。同年毕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吉丁斯的另一位高徒斯图亚特·

查品，生于１８８８年。两人均凭借自身学术成就以及培养弟子对美国社
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者１９２９年出任社会学会长，后者１９３５
年任会长。①

奥格本在美国南方乔治亚州出生并接受教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博士论文是量化的关于童工立法的统计学研究（Ｂａｎｎ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４）。奥
格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美国社会“走出乡土”的躁动期。随着国

民经济的崛起和交通网络的开发，各地间社会流动和交流迅速增加。

原来的地方性乡土社会里稳定的信仰和价值观也随着这种流动和交流

而开始动摇，各地的价值取向随着时代变迁变得非常不同。在班尼斯

特（Ｂａｎｎ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４）看来，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成长在稳定期，是对过
去美好的怀旧。但是奥格本这一代社会学人则直接处在混乱期，没有

那个稳定期的“美好往昔”可怀旧，②但又要求一种共同接受的规范。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客观化（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要求。这是促成奥格本追求
社会学的科学性的一大原因，换言之，走出乡土的时代推动了奥格本对

社会学客观化的追求。

时代因素之外还有个人的原因，这是拉斯利特（Ｌａｓｌｅｔｔ，１９９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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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查品曾雄踞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位置长达３０年（陈心想，２０１２）。
奥格本在后来回忆时说：“他们（指第一代美国社会学人———笔者注）生活在面对面的社

区里”，“我是通过学习知识了解到这一点的，但我对此从来没有多少感受。那种生活对

我依然是一个谜”（转引自Ｂａｎｎ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４）。



的。奥格本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他总是

对男子汉气概比较推崇。他选择吉丁斯的社会学研究，也正是看中了

其研究的理性、客观和科学的特征，这标志着男子汉气概。但是，拉斯

利特同时也提出，奥格本生长的时代正处于人们从乡村流向城市的

“走出乡土”的阶段，挣面包的男人到城里工厂参加劳动，妇孺留在乡

村，那个时代的乡村男孩成长过程中多缺乏父亲角色，这些人共同的追

求在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客观和理性，即科学的学术。

个人与时代共同塑造了奥格本对客观主义和科学的学术的狂热追

求。奥格本试图借助统计学和量化把道德、情感和信仰等排斥在外，并

把早年在教会（学校）里习得的宗教情结借助客观主义排除掉。奥格

本把统计学当成上帝。后来，当他对统计学的热情消退后回忆说：“我

对统计学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性质”，“但是上帝仅仅满足情感

的需要而与理性毫不相关”（Ｂａｎｎ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４）。
１９２９年奥格本作为时任社会学会会长，在年会会长发言中告诉他

的同行，社会学对促进世界进步并不感兴趣，而感兴趣的只有“发现新

知识”。因而社会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毫无情感色彩的行文风格

（ｗｈｏｌｌｙｃｏｌｏｒｌｅｓ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ｓｔｙｌｅ）和严格的方法，最好是统计的（Ｏｇｂｕｒｎ，
１９３０）。

奥格本不赞同将情感和道德等感情内容当作社会学研究对象，因

为看不见摸不着，不客观，但他却从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里虚无缥

缈的梦的隐性内容发挥想象，提出了他的“文化堕距”理论（Ｏｇｂｕｒｎ，
１９６４ａ）。在奥格本成长的走出乡土社会的时代中发生了很多所谓“错
位观念”，即属于这种“文化堕距”现象。比如旧时代女子在家纺织、制

皂等，后来这些都转到工厂里生产了。可是一些人仍然认为家庭妇女

还应该在家做这些活计。奥格本认为，不是个人观念错误，而是他们没

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文化观念需要调整，符合技术发展的情况。还有人

据此将奥格本斥为技术决定论者。

奥格本闻名于世的著作是１９２２年出版的《社会变迁》，“文化堕
距”概念也就是在这本书里提出的。该书１９３５年由费孝通翻译，在中
国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以当时的标准看来比较复

杂的统计学方法的运用。奥格本在１９５２年６６岁高龄时表示，尽管自
己对没有在统计学应用上跟进新技术很遗憾，但是“我在技术和社会

变迁以及社会演化方面的工作给了我很多的智识上的快乐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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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ｓｌｅｔｔ，１９９１：５２９）。他追求的是大思想而非小技能。尤为有趣的是，
奥格本在１９５１年荣休会上发言时竟然说，他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做顾
问时提出的建议都不是科学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虽然他也运用了自己掌握
的科学知识，但科学并不等同于智慧（ｗｉｓｄｏｍ）和明白（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ａｓｌｅｔｔ，１９９１：５１４）。

和他的导师吉丁斯一样，奥格本弟子众多（包括中国社会学先驱

陈达），后来深度影响美国社会学的当属奥迪斯·邓肯（ＯｔｉｓＤｕｄｌｅｙ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４９年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在奥格本去世 ８年后，即
１９６７年，邓肯就与布劳发展出了量化测量科学的布劳—邓肯模型，促
成了社会分层和流动领域大量统计回归论文的出笼。邓肯是奥格本的

博士，而对邓肯人生影响最大的人则是查品的弟子塞维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Ｈ．
Ｓｅｗｅｌｌ，１９３９年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
教授，１９７１年任社会学会会长）。似乎是通过奥格本这一代，吉丁斯的
量化社会学传统得以继承并传递给以邓肯为代表的下一代，并形成了

美国化风格的社会学。

过于推崇科学化和数量化的奥格本放在他所在的时代，尤其是结

合他的导师吉丁斯的学术环境来看，可以理解。初创时期的社会学不

仅要通过统计量化获得合法性，而且要摆脱玄学和宗教的影响。只不

过过于推崇量化造成了“矫枉过正”。奥格本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也可

以像孔子面对完成的《春秋》一样自我感叹：“知我者其惟‘量化’乎？

罪我者其惟‘量化’乎？”

４．罗伯特·帕克：与奥格本的张力及芝加哥学派
与推崇统计量化的奥格本社会学理念明显不同的是罗伯特·帕

克，一位早期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中坚人物。按年龄看，帕克出生于

１８６４年，大概可以算作奥格本老师辈的人，但是因为帕克多年从事记
者工作，直到１９１４年他５０岁时才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所以
其从事学术的时代与奥格本早年重合。帕克１９２５年任美国社会学会
长，次年即从芝加哥退休。帕克实际上退而不休，１９３３年６９岁高龄时
来到中国燕京大学，影响了费孝通等一代中国社会学人。就在帕克退

休次年，即１９２７年，奥格本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任社会学
系主任。这一时间点值得玩味，它很可能体现了奥格本与帕克之间的

学术方法和理念的张力（Ｓｍｅｌｓｅｒ，１９９７）。
帕克求学历程与奥格本迥异。他本科期间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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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即转到密西根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从事新闻记者职业之后

他跑遍了美国诸多大城市，有着丰富的记者经历（Ｏｄｕｍ，１９５１）。之后
在３４岁时到哈佛大学读哲学，师从詹姆斯。取得硕士学位后到了欧
洲，师从社会学大师齐美尔，４０岁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帕克并
未马上进入学术界，而是进入社会活动领域，直到１９１４年５０岁时才入
职芝加哥大学。帕克在芝加哥任教共１２年，成为芝加哥学派两个关键
代表人物之一。① １９３４年帕克离开芝加哥大学，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
以田野经验研究为重要特征的芝加哥学派开始衰落（Ａｂｂｏｔｔ，１９９９）。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和帕克提出的种群生态学概念给人印象最

为深刻。芝加哥学派当时的主要特征是坚持参与观察和社区的经验研

究。这种研究路数在中国为费孝通等燕京社会学学派所继承并发扬光

大。这种参与观察的经验研究，或者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用奥格本的

社会学理念来衡量是不够科学的。奥格本等人曾宣称“社会科学的

‘科学的’未来依赖于对统计方法的顺从”。这一说法也曾为人所诟病

（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７：１８）。
在斯梅尔塞（Ｓｍｅｌｓｅｒ，１９９７）看来，帕克和奥格本之间的张力在于

科学理性（ｄｉｓｐａｓｓｉｏｎ）与干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两种观点之间的困境。这
种困境在奥格本和帕克之间转化成了个人关系的紧张。帕克同样重视

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从事大量经验研究，但是同时也坚持芝加哥学派优

先关注城市实验室里受煎熬者的社会问题。而作为反对理论的经验统

计学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ｉａｎ）的奥格本，则认为“民族志研究取向的芝
加哥学派不够科学（ｎｏｔｂｅ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ｎｏｕｇｈ）”（Ｓｍｅｌｓｅｒ，１９９７：２４）。
奥格本开始启动他推崇的经验精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测量和量化
研究方法。在奥格本到芝加哥大学之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从未开

过统计学课程，奥格本是第一位开统计学课程的教授（Ｌａｓｌｅｔｔ，１９９１）。
由此，芝加哥学派在后帕克时代开始向量化转型，传统意义上的芝加哥

学派成为历史，虽然后来多次要恢复其传统，皆无疾而终（Ａｂｂｏｔｔ，
１９９９；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

帕克及其弟子做过很多底层人群或者边缘人群的研究，对社会有

着深厚的关怀。其实奥格本早年也是一位热心投身边缘底层救助事业

的学者，博士毕业后他在俄勒冈的里德学院教书，在假期里为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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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一位是伯吉斯（ＥｒｎｅｓｔＢｕｒｇｅｓｓ）。



者服务，但他发现收效甚微，并认定只有通过科技发展，才能真正帮助

他们（Ｌａｓｌｅｔｔ，１９９１）。笔者认为，这次社会服务经历影响了奥格本，使
其终生重视技术发展问题，并追求客观科学的学术取向。

帕克与奥格本之间的争执延续到了下一代学人。前文提到的奥格

本同门量化社会学家查品①在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培养的弟子，毕

业于１９２５年（帕克当会长之年）的兰德伯格（ＧｅｏｒｇｅＡ．Ｌｕｎｄｂｅｒｇ，１９４３
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沿循其师承的量化与科学追求传统，继续了

这一争执，二战后不久出版了《科学能够拯救我们吗？》（Ｃ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ａｖｅ？），彼时影响颇大。此书大概是针对社会干预观点而发的。以《中
镇》一书闻名于世的林德于１９３９年出版《知识何为？》（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ｏｒ
Ｗｈａｔ？）一书，攻击兰德伯格一派的科学主义贫乏冷漠，倡导人文批判
主义和政治积极主义（Ｓｍｅｌｓｅｒ，１９９７）。近一个世纪之前的这种张力在
当下学术界似乎依然如故。

（二）美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统计技术和科学地位作为学科
的合法性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上实现了

独立，连年会也不再与其他学会放在一起了。从经济学的制度主义学

派和统计学相结合的学科背景下独立的社会学，首先需要在社会上立

住脚，要取得合法性学科地位，就要依托于对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诉求。

这也是美国社会学创立以来社会学人努力的方向。对于独立之后的社

会学，这个要求就更为迫切（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②

在量化技术的使用和社会学追求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背景下，从

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６３年，美国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问题
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种争执在哈尼（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的著作《社会
科学的美国化》③中主要化约为社会学人在追求科学地位和学术水平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与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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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查品对明尼苏达社会学的影响及索罗金去哈佛大学创办社会学系之前在明尼苏达

的崛起，参见陈心想，２０１２。
造成这一时期对科学性的强烈追求的原因也很复杂，包括纳粹主义、二战后美苏进入冷

战的意识形态之争、麦卡锡主义，等等，诸多压力让社会学人感到有必要避开意识形态，

坚持对“科学性”的追求（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Ｒａｗｌｓ，２０１８）。
此书题目虽然是《社会科学的美国化》，但讲的是社会学的美国化。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之间的张力。该书副标题为“美国战
后的知识分子和公共责任”。这一知识分子所面对的追求科学地位与

承担公共责任之间的张力是奥格本与帕克之间张力的延续。

二战后美国社会学占统治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哈

佛大学崛起并与哥伦比亚大学一起统治美国社会学三十多年。帕森斯

这一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是对芝加哥学派的反动（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１９８６）。１９３６年，帕森斯取代索罗金成为哈佛社会学的掌门，开始缔造
统治美国社会学界并在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宏大理论，即结构功能主

义。芝加哥学派统治美国社会学的霸权地位被帕森斯的哈佛—哥伦比

亚学派取代。帕森斯的这一宏大理论压倒奥格本当时带领的芝加哥大

学社会学的量化研究，对于反对建构理论观念的奥格本来说，帕森斯的

哈佛学派与奥格本的芝加哥学派之间存在根本的紧张。

但按照哈尼（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的研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学大
厦是有目的地削弱里斯曼（ＤａｖｉｄＲｉｅｓｍａｎ）和米尔斯（Ｃ．ＷｒｉｇｈｔＭｉｌｌｓ）
等人的影响力，因为后者的作品是建立在人文方法论基础上的。即使

在帕森斯这里，社会学的科学性依然是根本的追求。在二战后的时代，

科学地位和统计分析越来越在社会科学家职业权威和合法性上占据核

心地位。帕森斯与社会科学研究会曾努力让社会学进入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但基金领导认为社会学不是科学。这样的经历对于帕森斯和社

会学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次学科建设中的挫折，激励和推动了社会学

的科学化进程。

在极力强调科学化的过程中，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精确量化的

小研究，而忽视了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为了科学性而忽略了有用性。

而强调人文方面的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的社会学家———比如索罗金、

里斯曼、米尔斯和林德等则被边缘化（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米尔斯于１９５９
年出版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和量化科学主义传

统一并加以批判。里斯曼出版的《孤独的人群》在当时成了广受大众

欢迎的畅销书，尽管如今已是经典著作，彼时在学术界却并不受欢迎，

因为其回避使用学术术语，且是记者风格，在彼时追求科学性的社会学

界受到冷落排斥。１９５８年里斯曼入职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社会学系
被帕森斯整合后的名称），教授普通社会科学而非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且被“最好的学生”认为是“知识的贫民窟”。

前文我们介绍了兰德伯格和林德之间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文关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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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争执。到了帕森斯的学生罗伯特·默顿，则提出了“中程理论”的

概念，指出社会学家一方面要做科学而精准的研究，得到与经验一致的

可以累积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应避免沉溺于无关紧要的小题目，虽然精

致却对社会无甚意义（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默顿试图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
实现社会学完整的关于社会的科学（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的目标（Ｔｕｒｎ
ｅｒ，２０１４），同时他声称自己具有“把社会知识的人文和科学方面联结在
一起的难以控制的偏好”（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９４：１９）。公共社会学到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才在布洛维等人的倡导下在美国社会学会彰显其影响。

美国社会学发展的主流和支脉在社会学美国化过程中相互交织，

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劲的传统，即由吉丁斯、奥格本和邓肯一脉传承的基

于统计技术的量化传统。① 奥格本在芝加哥的博士邓肯被称为“２０世
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量化社会学家”（Ｇ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７；Ｘｉｅ，２００７）。
１９６７年邓肯与布劳合作出版《美国职业结构》一书，提出布劳—邓肯模
型。邓肯把美国主流社会学转化成了经验基础上的量化社会科学。但

是邓肯对“统计至上主义”也做了尖锐的批评。比如在他最钟爱的自

己的著作《关于社会测量的注释》中，有一封致弗里德曼的信件这样

写道：

我们经常发现被我称之为统计至上主义的症状：统计至上主

义认为做研究等同于计算，同时天真地相信统计是科学方法论完

整或充分的条件基础。他们迷信于统计公式能够评估具有不同实

质意义理论的相对价值，或者评估影响因变量的原因的重要性。

他们误以为解构任意或随意组合的一组变量就可以检验“因果模

型”和“测量模型”。（转引自谢宇，２００８：９４）

邓肯对布劳—邓肯路径模型是这样解释的，它“只是对复杂的社

会过程的一种粗略、简单的近似估计”。模型的简约性经常被后人误

解为“社会科学的统计模型最终是简约形式而非结构形式”。谢宇进

一步总结说：“因此，Ｏ．Ｄ．邓肯的观点是，量化方法绝不应该成为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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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扎斯菲尔德无疑在哥伦比亚大学为此传统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他本人是诸多量化方

法比如面板法（ｐａｎｅｌｍｅｔｈｏｄ）、潜在结构（ｌａｔ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等的发明人（号称“数学社会学
之父”），而且他培养的大批学生也活跃在社会学界。



普遍规律，从而描绘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的工具。他完全反对这种尝

试，并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他认为量化分析所能做到的就是总结组

间差异的实证形态，同时暂时地忽略组内个人差异。社会科学家可以

逐步将分析复杂化，从而增强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谢宇，２００８：
９２－９３）。作为量化社会学的顶尖学人，邓肯对量化和科学方法的认
识是深刻而富有洞见的，是许多追随者所不及的。

总体而言，美国社会学人对科学的社会学的不懈努力在二战后到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这段时间还是富有成效的。布迪厄曾认为这一阶段是
社会学职业身份演化的关键分水岭。他说：“１９４５年之后，社会学通过
构建成职业（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而获得充分尊重的抱负才得以实现”（Ｂｏｕｒｄｉ
ｅｕ，１９９１：３７８）。

（三）“范式”概念和多元化的社会学取向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近２０年里，虽然说

社会学在学科获得合法性的“科学的”诉求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同

时也给公众留下了一个研究鸡毛蒜皮的琐事且与公众距离甚远的形

象。可是，这一“科学的”地位很快就遇到了致命的挑战。１９６２年库恩
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提出科学首先是学界共同认可的假

设、理论框架及方法构成的范式，当范式受到巨大挑战无力应对时就会

出现新的范式，这是不连续的，这就打破了默顿他们通过经验累积实现

社会学成为“社会的科学”的企图（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四年后，伯格和卢克
曼合作出版了《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他们认为社会生活缺乏独立于

知者（ｋｎｏｗｅｒ）的本质存在，任何群体的人的视角都更多地反映着他们
自己的兴趣和视角，而不是对存在的客观理解。一年后加芬克尔发表

了一系列常人方法学作品。这样，社会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受到了根

本的挑战，加上后现代思想从哲学上的批评，社会学的“科学的”身份

已然难以牢固树立（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４）。帕森斯曾根据库恩
的范式理论来构建一个社会学的范式，但是没能成功，不仅学术界不接

受，连帕森斯所在的哈佛社会学系本身都抵制（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邓肯
则开诚布公地反对模仿物理学中寻求社会普适法则的研究……已经敏

锐地察觉到类型逻辑思维和总体逻辑思维的差别，他才更加意识到人

类社会中存在的差异只会让寻求普适法则的努力徒劳无功”（谢宇，

２００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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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挑战和反思之下，美国社会学的“科学的”理想终结了，“科

学的”议程实质上已不再是努力的中心点。而主流社会学不再是一个

一致连贯的思想，更多的是地位群体（ｓｔａｔｕｓｇｒｏｕｐ）的职业偏好的体现
（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４：１００）。不过，这种偏好是稳定的：偏爱统计的高超技艺，
并把量化技术应用到新的领域。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一统学术界的状况也无法维持，

从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批评开始，社会学出现了不同的流派。比如科

塞和达伦多夫批评帕森斯只关注社会结构的秩序生产，而提出关注其

冲突的冲突论；米德等人也提出了符号互动论（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冲突学
派代表人物之一柯林斯把各派理论梳理总结出一本著作《四大社会学

传统》，分别为冲突传统、理性／效用传统、涂尔干传统和微观互动论传
统（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９４）。这一多元理论和方法的存在实际上宣布了作为“物
理”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对于社会学已失效。尽管社会学仍以量化为

主流，但不再以“科学的”为诉求。这一时代已经不是社会学寻求立身

之时，而是历经半个多世纪，有了社会学的历史传统。传统成了“科学

的”合法性之外的一个替代性来源。同时，社会学的另一个合法性来

源，即“有用”①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奥格本早年就在二战时政府

机构中做了大量工作，而且美国士兵项目也让社会学得到了一次亮出

身份的机会；到了约翰逊总统时期，对贫穷开战的政府大项目让社会学

家成为了重要参与者，社会学“有用”也让社会学人在公众面前得到了

尊重和地位（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４）。

二、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启示

中国社会学虽然酝酿于１９世纪末，创立于２０世纪初，但一度被
取缔，直到１９７９年才恢复重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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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社会学草创时期就有一股通过研究发现来指导社会改良的力量，但当时这股力量被

追求科学的学人边缘化（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４）了。尽管如此，社会学人一直追求社会学有用于
社会。《美国社会学评论》１９３６年创刊号首篇文章即查品的《社会理论与社会行动》，该
文强烈主张社会学人要用正确的社会理论来批判性地检验所有建立在乌托邦意识形态

基础上的有计划的社会行动，并且用这些理论来预见独立的有计划的社会行动之间相互

作用带来的非计划性后果（Ｃｈａｐｉｎ，１９３６）。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美国社会学的主要传统
之一，也是实现社会学“有用”的重要途径，从而也为该学科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



重建后，经过中国社会学人４０年的努力，已经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和学
术体系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学学术体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机遇。通过梳理美国社会学美国

化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

的建构。

（一）学术体系中的理论话语：社会学的学术立场与回应时代问题
美国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回答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

迁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关于美国社会学早期议题，参见谢宇，２０１８）。
奥格本的《社会变迁》一书《前言》第一句话即“作为我们时代特征的

巨大社会变迁，对关于社会演化和实践规划而言，社会学理论极为重

要”（Ｏｇｂｕｒｎ，１９６４ｂ：ｖ）。奥格本成长的时代正是美国社会走出乡土
的重大社会变迁时代，其“文化堕距”概念和理论恰好是对那个时代

的回应。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形成也正是对当时美国城市化和南方

黑人移民大量涌入芝加哥城的社会学观察和研究的结果（Ｆａｒｉｓ，
１９６７）。① 帕森斯的宏大理论结构功能主义正是美国走出大萧条和二
战后需要社会理论创新以回应时代的结果，同时，彼时学术界对芝加

哥学派的不满也呼唤着新的理论，该理论可谓应运而生（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１９８６）。

有了历史维度，社会科学才会“永葆青春”（ｅｔｅｒｎａｌｙｏｕｔｈ）（Ｗｅ
ｂｅｒ，１９４９／１９０４）。阿伯特（Ａｂｂｏｔｔ，１９９９）在研究芝加哥学派时提出时
间和空间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芝加哥学派正是把时间和

空间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关键，比如社区研究和帕克的种群生态学思

想都是把时间和空间引入了社会学研究。“而在社会学的主流中，社

会事实是位居某个位置的事实（ｓｏｃｉａｌｆａｃｔｓａ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ｓ），是特定
社会时间和空间的事实，这样一个思想对当代社会学是陌生的。所

有的社会事实都位于其背景脉络中。那么为什么要假装它们不是

呢？”（Ａｂｂｏｔｔ，１９９９：１９７－１９８）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界的现象，社会事
实必须要放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来考察。谢宇（２０１２，２０１８；Ｘｉｅ，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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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鼎新（２０１８）认为，芝加哥学派是“在社会学领域，在实用主义哲学的主导下”，对“欧洲
移民带到新大陆的阶级政治和族群矛盾”的回应。笔者认为美国国内南方黑人大量移民

北方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大概是芝加哥学派更为直接的回应对象。



也一再重申，任何社会学研究都不能脱离具体情境，否则即无多大意

义。赵鼎新（２０１８）不满于西方社会科学对时间的忽视，而提出中国社
会科学要引入“道家时间”。成伯清（２０１５）、冯仕政（２０１２）和渠敬东
（２０１５）等中国社会学人也提出把历史维度（时间）带回社会学研究。①

社会科学的时间和空间脉络性质已经逐渐得到关注。行文至此，笔

者想到了青年费孝通在《关于实地调查》中所说的话：“且慢用外国名

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费孝通，１９９９ａ：
４０５）。从彼时彼地概括出的一个外国的名词，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此
时此地的事实。

中国社会学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奠基人基本上都具有欧美留学背

景，尤以得到美国社会学训练者居多（阎明，２０１０）。孙本文师从于吉
丁斯、帕克和奥格本等人，毕业于纽约大学。陈达和吴文藻则毕业于早

期美国社会学摇篮的哥伦比亚大学。吴景超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芝

加哥大学学习，被帕克称为他最好的弟子之一（Ｃｈｉａｎｇ，２００１）。潘光旦
虽非社会学科班，但也是留学美国接受西学训练的。费孝通作为第二

代社会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

斯基，且受帕克影响极大。

民国时代中国社会学大体上有三大传统，一是以孙本文为代表的

中央大学综合学派，二是唯物史观社会学派，再一个则是吴文藻、费孝

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周晓虹，２０１２）。孙本文是中央大学（现为南京
大学）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根据周晓虹的研究，其学派是新政权前的

社会学主流。其实彼时社会学流派不止三家，还有梁漱溟等人的“乡

村建设学派”，以及以陈达和潘光旦为代表的社会学“清华学派”等（闻

翔，２０１６）。
“清华学派”的陈达和潘光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类比为奥格本和

帕克。陈达的博士生导师为奥格本，毕业论文是研究在美国的华人劳

工，这也是奥格本及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即劳工领域。陈

达和奥格本都是社会学科班出身且重视统计分析。潘光旦学术训练非

社会学，与帕克类似，而且两人都具有社会人文关怀。不同的是，潘与

陈的学术张力并没有导致个人间的紧张，而是丰富了清华学派（闻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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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时间在社会科学中的理解和应用，可参见赵鼎新（２０１８）“对时间具有不同理解的四
种西方社会科学方法”。



２０１６），而奥格本和帕克之间的张力则导致个人间的不合，当然两人都
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Ａｂｂｏｔｔ，１９９９）。

唯物史观社会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于其目的指向中国革

命而带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Ｃｈｉａｎｇ，２００１）。以上海大学瞿秋白
的社会学研究和毛泽东的社会调查为代表，这一学派有着非常强烈的

社会关怀，要实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不平等，理想宏大。

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在１９７９年恢复重建时，费孝通给重建后的社会
学打上了明显的“燕京学派”的社会学色彩。重建后的社会学继承的

是唯物史观和燕京学派相结合的学术体制，孙本文的综合学派已经不

具有影响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社会学的“南开班”现象则把美国
社会学特点作为一脉力量为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增添了新的活力。“布

劳—林南—李哲夫构成的‘理论—方法论—统计技术’课程几乎就是

帕森斯—默顿—拉扎斯菲尔德‘铁三角’的翻版”，重建社会学的中坚

分子大多来自该班，一定程度上打上了美国社会学的烙印（张龙，

２０１７：３０７）。
不管是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还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学派，

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精神及行动。费孝通在社会学重

建中的影响力无人可及，而费孝通的学术传统既来自于马林诺夫斯

基、史禄国、帕克，也来自于英国费边社思想领袖托尼（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ｅｎｒｙ
Ｔａｗｎｅｙ）。① 如果考虑到费孝通在接受美国人类学家巴博德的采访时
说，“生产力决定社会的一切”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他是早就接受的（费

孝通，１９９９ｂ），可以说费孝通个人承接着“燕京学派”和“唯物史观”
学派两家的思想。这一学术传统加上儒家的“经世致用”传统，以费

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新传统就既具有很强的学术立场，又具有

社会关怀的风格（陈心想，２０１７；Ｗｕ，２００９）。② 这与社会学美国化的路
径依赖一样，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特色必然受到中国社会学传统路

径的影响。

以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学派”社会学为中国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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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和《乡土重建》三本著作中，不仅共享和继承了托尼的

文明观以及社会史或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而且修正了托尼的观点（黄志辉，２０１８）。
吴晓刚在《在公共与专业之间：中国社会学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中国社会学人受儒家

经世济民传统影响的公共参与有详细的分析（Ｗｕ，２００９），这一传统异于美国社会学人。



奠定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密切结合的社会学研究传统，①麻国庆把人类

学与社会学的互动整合为比较社会学的方法传统，并认为“在这方面，

费孝通教授的社会人类学思想，为比较社会学在中国的实践和研究奠

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麻国庆，２０１６：１５）。费孝通的燕京学派与帕克
的芝加哥学派风格最为接近。帕克的芝加哥学派在彼时美国量化研究

主流中异军突起，影响了世界社会学的发展。继承和拓展费孝通等燕

京学派开创的中国社会学派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体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量化研究越来越主导社会学学术的时代，我们应该从美国社会

学发展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体系保持对多元

取向的宽容和平衡，②当是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

（二）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方法定位：重视实质性问题与避免极端量化科
学主义

美国社会学与经济学和统计学早期多年的亲缘关系，奠定了其量

化与统计技术使用的传统。美国社会学在取得完全独立的学科地位

后，为了保障新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表现出强烈的科学化诉求倾

向。奥格本早年很热衷于社会学研究的科学化，推崇统计学在社会学

研究中的应用。社会学美国化的这种追求科学化的技术主义给美国社

会学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在科塞看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会学家

们在研究中过于看重精确测量，而不是实质性问题。使他意识到这个

问题的因缘是他作为年度会长在１９７５年社会学年会演讲之前一个朋
友对他说的话。那位朋友是美国一家社会学重要期刊的编辑，很骄傲

地对他说，不管一篇论文实质水平如何，用那些老方法而不是使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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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熊秉纯（Ｈｓｉｕｎｇ，２０１７）通过分析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间社会学重建后三大官方支持的研究项
目（小城镇研究、婚姻和家庭研究与人口研究），考察了中国社会学重新获得学科身份和

合法性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有用”（ｕｓｅｆｕｌ）至关重要，解决市场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中的“急切”（ｕｒｇｅｎｔ）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学合法性的关键，进而大规模问卷调查研究
项目成为主流，费氏民族志方法被挤靠边（ｓｉｄｅｌｉｎｅｄ）。因此，在熊秉纯看来，中国社会学
人以牺牲质性研究（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ｑｕｉｒｙ）为代价接纳了量化范式（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近４０年里，至少有两个学派（用Ｔｉｒｙａｋｉａｎ［１９７９］的理论关照，是否可
以称得上学派也颇为存疑）试图对中国的时代命题做出社会学的回应，即人民大学的以

“社会转型和社会运行论”为主题的“人大学派”（郑杭生，１９８７；郑杭生、李强等，１９９３）和
以乡村社会田野调研为特征的“华中乡土派”。



和路径分析的新技术的，一概拒掉。一篇论文，充满着模型和数据图

表，看上去很美，编辑们就很看好。自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ＯＬＳ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出现，社会科学杂志即变得充满了回归表格、ＯＬＳ方程、路径
模型以及变量为中心的视角（Ａｂｂｏｔｔ，１９８８）。这个问题导致的结果就
是研究方法比问题的实质重要性更重要。

科塞（Ｃｏｓｅｒ，１９７５）说，他这位朋友的看法并不是绝无仅有，更多的
人心照不宣。可是，这些人忘记了，虽然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地

测量计算，而测量本身只是实现更好分析和解释的工具。如果概念和

理论较弱，无论测量多精确，都无法促进解释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没

有理论支撑的量化测量结果是没有根基的，或者说是没有灵魂的。针

对这个问题，科塞认为，一些学者存在错误认识，以为可以通过方法上

的“强”弥补理论上的“弱”。现代的研究方法确实大大提高了社会学

研究质量。而科塞关心的不是这些方法的使用，而是滥用方法的问题。

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却使用了最为精密的方法。好像用了这些方法

就不用管研究的问题和发现是否重要了。科塞用了一个比喻，就像工

具定律所说的：“给小男孩一把锤子，他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要敲敲

砸砸”（Ｃｏｓｅｒ，１９７５：６９２－６９３）。
在采用统计回归方法之后，训练新一代社会学人时往往会出现这

样一种现象：这些学子们不去碰那些难以搜集数据的研究问题，都集中

到容易获取数据的领域。结果会造成大量垃圾信息，顶多也就是对一

些问题彻底研究透，而对另一些问题则毫无感知。这样培养出的社会

学者，至少有些证据证明他们具有超强的研究技术，但缺乏理论创新的

思考能力。谁还愿意冒风险去做艰苦的理论工作，因为量化的论文安

全快捷，发表又多又快。缺乏雄心的新手们通过追求数量而非发表的

质量来获取职业生涯的提升，这就导致他们对方法精益求精，而不关注

理论。

科塞引用其他学者的话来描述这种量化发论文之快捷。“一种快

速发论文的办法就是应用‘（同样）的程序、论题或者工具，一次又一次

反复用，或者引进一些新变量，或者原来的变量略作修改，就这样很快

地做出了大量研究成果’”（Ｃｏｓｅｒ，１９７５：６９３）。正如那位编辑所宣称的
一样，学术杂志越来越偏爱充斥着回归和模型的论文，而倾向于拒绝那

些“软”（ｓｏｆｔ）的理论论文。在这种报酬机制下，谁还敢去搞理论创新，
费时费力又不容易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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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问题并不是方法本身错了，而是使用方法的人有问题。① 科

塞举出了一个当时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布劳—邓肯模型在社会分层领

域的应用。著名的布劳—邓肯模型就是得益于路径分析（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ｔｉ
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９６７年，布劳和邓肯两位社会学家在《美国职业结构》
一书中提出了分析父子代际职业流动模型，系统地追踪父亲的职业和

教育水平对儿子的教育和第一份工作职位的影响，第一次对现代工业

社会里职业结构分层体系中个人所受到的祖荫和个人努力的影响做出

测量。这里研究的是一个社会阶级的分布性（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的方面，而
不是关系性（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的方面。问题就在于这种分布性的研究容易获
取资料，有了这样一个模型，使得像《美国社会学评论》这样的顶尖级

刊物都接二连三地发表类似的研究，而极少有人去研究具体的关系性

的方面。究竟不同的阶级权力和社会优势是如何运作的？不同阶级或

者利益群体之间是如何互动的？造成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机会的差

别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关系性问题更加重要，至少也应当与分布性

的问题平分秋色，但因为方法和数据搜集难易程度存在巨大差别，社会

阶级的关系性方面在实际研究中难以获得重视。

除了科塞批评的对关系性方面的问题的忽视之外，还存在研究者

使用不当的问题。比如邓肯本人对社会学采用此方法也很不满，“原

因是很多研究者使用此方法时不予思考，过于随意，完全违背了他的初

衷”（谢宇，２００８：９２）。
另外，统计量化技术决定主义也根植于美国个人成就的意识形态。

所以“总起来看，在有限领域里统计方法与意识形态相结合阻碍了我

们的学科的发展，使我们无法对那些塑造我们的共同命运和决定我们

的生活机会的主要社会力量作出充分分析和解释。如果计算机和新的

方法工具不能够充分处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至少在理

论解释上先向前推进，即使以后需要通过更精确的经验研究进行淬炼

或者修改。让我们不要再继续走在一条削足适履的道路上，用诗人罗

伊·坎贝尔的诗句说，即‘他们把马嚼子马衔索扣得都很好，但那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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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德在一封１９５２年写给拉扎斯菲尔德的信里曾对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作过如
下描述：“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技能被交到一群缺乏历史和人文知识的人手里，他们

缺乏时代趋势的敏感认识，也不具有识别哪些是对人类具有关键价值的知识，这对人类

多么危险”（转引自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１２３）。拉扎斯菲尔德和斯托弗（ＳａｍｕｅｌＡ．Ｓｔｏｕｆｆｅｒ）正是
彼时量化训练的宗师，而林德预见到了这一趋势将成为主流并深为忧虑，故有此信。



浑身是血’”（Ｃｏｓｅｒ，１９７５：６９５）。这也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书中所批评的美国社会学的弊端。

即使我们撇开因为数据搜集造成的实质性研究问题的偏差，就模

型分析方法本身而言，多年来也积压了难以否认的问题，造成了目前颇

受关注的“科学的危机”（Ｙｏｕｎｇ，２０１８）。这一危机与模型的不确定性
（ｍｏｄｅ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直接相关。原来的统计分析假定“真正的模型”已
知，研究者设定的模型即是该模型。而实际上可能的模型非常多，我们

也无法知道哪个是唯一最好的“真正的模型”。学者们倾向于“挑樱

桃”的选择方法，在论文里把自己喜爱的模型结果报告给读者。这样

便导致同一个数据不同的研究者得到的结果不同。许多研究不能在重

复分析中得到同样的发现，造成了科学的危机（Ｙｏｕｎｇ，２０１８）。①

即使没有这一“科学的危机”，技术决定主义的经验研究也会带来

知识的碎片化，导致“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积累大量知识的同时也弱

化了我们的直觉和智慧，使得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赵鼎新，２０１８：
２１）。这也可以解释笔者先前所说的奥格本自己很少使用复杂统计，
并说自己在做政府部门顾问时给的建议不是“科学的”，因为其失去了

智慧。可见奥格本对“科学的”量化社会学的认识还比较清醒，而绝大

多数科学主义者不具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借用赵鼎新的话说：“实用

主义社会科学貌似很科学，但是社会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观、秉性甚至狭

隘和无知都从后门中走了进来”（赵鼎新，２０１８：２２）。②

（三）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开放性质：学术地位与公共影响相互促进
社会学的学术体系的开放性质意味着一方面社会学研究不可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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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格（Ｙｏｕｎｇ，２０１８）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模型不确定性和科学的危机》里提出了解决
这一危机的方法，即多模型分析（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笔者支持避免极端量化的弊端，但并不意味着反对一切量化研究。量化研究本身的优势不

用笔者陈述，大家都已看到。如丁学良２０年前在哈佛读书时对量化方法曾深情评说：“我
对数量化研究方法的态度，可以说是‘抽象地重视，具体地痛恨’。美国社会学界那种越来

越推崇数量化研究方法的风气，多少透露出极端实证主义的偏颇。但是，在美国文化背景

下走得似乎过远的这股风潮，对中国社会科学风气倒是一贴极合适的泻药和清醒剂。我国

自古以来的思维传统，一直是以混合、模糊、抽象、空乏而见长。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里，

社会科学更是蜕变成了空话、废话和假话之集大成……让极端强调经验、事实、数据、客观

检验技巧的实证主义风潮冲击冲击，正好可以把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淤秽不化的玄想思辨

之痼疾化解‘泄’去，使我们在构筑‘体系’、提出见解、讨论问题时，越来越少些虚浮的水分和

热气，越来越多些冷静和求实”（丁学良，２０００：６１）。时过境迁，在丁学良哈佛园深情感叹２０年
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量化研究风气也有了向极端化走的苗头（参见叶启政，２０１８）。



在狭隘的学术圈子，用行话包装所谓的学术作品，疏远公众；另一方面，

社会学家的公共影响是社会学学术体系的一部分，而不应被排斥在外，

造成社会学人在公共影响方面的成就不是提高而是削弱其学术地位的

尴尬局面。

科塞在批评量化方法导致的弊端时，也指出了当时的常人方法学

所存在的问题。当时的常人方法学学者们陷入一个非正常的误区，即

把常识用外人难以理解的行话包装起来，自娱自乐，形成内部交流的小

圈子。科塞直接指出大卫·沙德诺（ＤａｖｉｄＳｕｄｎｏｗ，１９７２）的作品就是
行话连篇而未传达出任何东西。科塞说：“当我试着跟我四岁的孙子

说，过马路时一定要小心，我会跟他说，‘永远要看好过往的车辆’。我

认为沙德诺的行话只是表达此意而已”（Ｃｏｓｅｒ，１９７５：６９６）。科塞批评
的问题正是美国学术体系日益科学化和精致化所导致的弊端。

另一方面，因为学术体系具有封闭性，社会学人的公共影响力甚至

会降低自己的学术地位。以畅销书《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

后》而闻名的可汗（Ｋｈａｎ，２０１１）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教授。他在
采访甘斯时告诉甘斯，他在哥大的资深同事曾警告他：“当你的作品有

很大的公共影响时，就表明其不那么学术”。可汗问甘斯，当年丹尼

尔·贝尔、内森·格拉泽（ＮａｔｈａｎＧｌａｚｅｒ）和赖特·米尔斯这些人不仅
在学术界受尊重，而且还有公共影响，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甘斯回答说：“首先，我认为你不要过高估计往日的美好；与今天

相比，那时也只有那么几位社会学家广为公众所知，其作品为公众所阅

读”（Ｇａｎｓ＆Ｋｈａｎ，２０１２：１４０）。贝尔和格拉泽是以编辑和欧洲风格的
写作起家的，都不是从正统的社会学专业里出来的。米尔斯当年并不

快乐，６０年代才成为公共人物。贝尔在１９６０年出版了使他获得博士
学位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被批评得一塌糊涂，说社会学如此糟

糕。格拉泽１９６１年出版的书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戴维·里斯曼大
概是二战后美国第一位公共社会学家，可他是以法学教授和律师起家

的，后来才自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这些都不是典型的社会学家

路子，不适用于当下的多数社会学者。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

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他在《财富》杂志做编辑期间写成的。他在该书

“引言”里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说明，他说他这些文章不是写给专家的，

而是写给受过教育且对思想有反应的读者的。他的文章不是那些由假

设、参数、变量和范式等构成的结构风格，不是多变量量化分析。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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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文章不够“科学”和学术。这也可以说明贝尔老先

生为什么没有在美国社会学旗舰学术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过

论文。

接着甘斯也分析了制度条件的变化。当年的学术学科训练还没能

定型，因而研究生的培训还有很大的弹性，学生的研究自由度也更大，

他说这是他的幸运之处。他说贝尔、格拉泽和里斯曼都是当时学生中

较为聪明的人，大概对于今天而言也属于少数的聪明人，关键是他们没

有“被训练成局限在某一个学科”（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ｄｉｎｔｏ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从没有
人告诉他，你要成为社会学者并在高校里拿到终身教职，你必须做这

些。那时候不这么官僚化，学者有更多的自由。

笔者以为甘斯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学术体系究竟是开放的还是封

闭的。一个学者被嵌入到科层学术体系里，评上职称生存下来是最重

要的，而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公共事务上，在评审职称时派不上用场，

按部就班地按照什么研究才是学术的来进行，尤其还要是学科认同的

学术才是最关键的。主流期刊的导向和学术把门人的控制，导致了在

博士学术训练期间就被告知哪些不能做，哪些可以做，这种哪些不可以

做的消极性训练也是美国精英社会学的一部分。凡勃伦曾用“受过训

练的无能”（ｔｒａｉｎｅｄｉ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来描述经过训练而关闭了潜在的知识
发展方向之大门的学术体系的特征（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４：９５）。

社会学本来就是一门关于社会的（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学科，保持其对公众
和公共议题开放性的学术体系是应有之义。美国学术主流量化体系之

外还有着丹尼尔·贝尔、戴维·里斯曼和米尔斯等这样的学术“边缘

人”，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学学术体系有着开放的一面。不过这一面似

乎越来越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建构中需要避免的缺憾。

三、结　语

本文从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提出了笔者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

学术体系的一些思考。笔者无意于详细叙述美国社会学史，仅就与社

会学学术体系建构比较有密切关系的方面大略地做一梳理。从社会学

美国化的经验看，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首先社会学美国化不是着

眼于某个概念是否出自美国本土，而是在大局上从美国土壤里重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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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的气质，这种气质要摆脱欧洲的人文和思辨风格，以统计量化技术

的发展为契机，结合社会上的实用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发展出了美国化

的社会学。其次，美国化的社会学出现了自己的弊端。美国社会学在

摆脱欧洲的思辨弊端的同时，陷入了过度重视技术（尤其是量化研究）

一端。

社会学美国化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提供了可资借

鉴的经验和教训。如果说社会学美国化是对欧洲社会学的纠偏而自成

风格，那么面对美国社会学主导西方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界，则可以避

免美国社会学的过于技术化和实用主义的精巧，开创中国化的社会学。

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说，欧洲社会学为“正”，美国化的社会学为

“反”，中国社会学则要向着“合”的风格努力。这样的话，社会学中国

化的路径其实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避免欧美社会学过于思辨

或者过于技术化的弊病，①形成富有中国“中庸”风格气质的社会学。

如果这样定位社会学中国化，则不会仅仅着眼于某个社会学概念

是否足够本土，是否足够对接西方，而是要在整体格局上形成中国气

质。② 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吸收西方的理论资源，就像至今美国化的社

会学的主要理论传统还是要追溯到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这三位社会

学奠基人那里一样。③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避开西方社会学的一些缺

陷，提防像美国社会学那样由于过于技术化而失去了“灵魂”。

美国化的社会学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中国的社会学如果扎

根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中，也将自然形成中国风格，比如应星

对“气”的研究（２０１０）、渠敬东重返历史视野的尝试（２０１５），以及周飞
舟“行动伦理”概念的提出和分析（２０１８），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评价
社会学作品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标准，不能把美国社会学作品的评价标

准照搬来用，削足适履。照搬他们的标准将会把社会学学术体系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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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国社会学界已经对过于技术化的弊端进行了一定的纠正（参见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４）。
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学恢复阶段，陆学艺和郑杭生等都为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做了不

懈努力，关于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议题，其争论和演变可参考王宁（２０１７）和周飞舟
（２０１８）。边燕杰（２０１７）从跨文化的视角，采取“接受—丰富—增加”的策略，提出了“关
系社会资本”这样的概念来实现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也是一种本土化和西方化接合

的尝试。洪大用（２０１８）和李友梅（２０１６）等人则试图以超越西方化和本土化的方式来建
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这类探索都在丰富深化社会学中国化学术体系的路径。

赖特（ＥｒｉｋＯｌｉｎＷｒｉｇｈｔ）在一次访谈里用餐馆里的菜单作比喻来形容美国社会学的这一
特征。社会学的取向菜单有马克思的专页、韦伯的专页、涂尔干的专页、现代的布迪厄

等，这些理论家皆来自欧洲（Ｋｒｙｌｏｖ＆Ｌｏｇｉｎｏｖ，２０１０）。



土特征给淘汰掉。同时，也正如谢宇（２０１８）所提示的，中国社会学首
先是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没有东西之别，不能在本土化的讨论中走入误

区，迷失自我。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

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要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

的重大命题。任何社会学的事实都是嵌置在特定时空背景里的事实，

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是社会学研究的最根本结构元素。第二，在社会

学方法的定位上，要以实质性研究问题为导向的多元方法为宗旨，同时

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双重特性，避免极端定量化和（所谓的）科学化的

技术主义弊端。第三，作为及时反映中国时代命题的中国社会学学术

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的学人既可以参与到

公共话语的建设，也可以参与到政府和非政府社会服务部门，为社会和

公众服务，同时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也不会因为这种参与而降低其学术

品味和地位。在这样的社会学学术体系里，社会学人不只是学术圈子

里的俱乐部成员，还是一位肩负社会责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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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ａｎｇ，Ｙｕｎｇｃｈｅｎ２００１，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１９－１９４９．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Ｃｏｌｌｉｎｓ，Ｒａｎｄａｌｌ１９９４，Ｆｏｕｒ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Ｃｏｓｅｒ，ＬｅｗｉｓＡ．１９７１，Ｍａｓｔｅｒｓ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ｄｅａ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 １９７５，“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ａ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４０（６）．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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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ｉｓ，ＲｏｂｅｒｔＥ．Ｌ１９６７，Ｃｈｉｃａｇ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２０－１９３２．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Ｇａｎｓ，ＨｅｒｂｅｒｔＪ．＆ＳｈａｍｕｓＫｈａｎ２０１２，“ＨｅｒｂｅｒｔＪ．Ｇａｎｓ：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ＳｈａｍｕｓＫｈａｎ．”Ｉｄｅｎ

ｔｉｔｉ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１９（２）．

Ｇｏｏｄｍａｎ，ＬｅｏＡ．２００７，“ＯｔｉｓＤｕｄｌｅｙＤｕｎｃａ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Ｐａｔｈ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Ｌｏｇｌｉｎ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ＲａｓｃｈＭｏｄｅ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２５

（２）．

Ｈａｎｅｙ，ＤａｖｉｄＰａｕｌ２００８，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

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ａｒ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Ｐ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Ｈｓｉｕｎｇ，ＰｉｎｇＣｈｕｎ２０１７，“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１９８０ｓ．”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Ｉｎ

ｑｕｉｒｙ２３（１）．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Ｂａｒｒｙ１９８６，“ＳｏｒｏｋｉｎａｎｄＰａｒｓｏｎｓａｔ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ａ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２（Ａｐｒｉｌ）．

Ｋｈａｎ，ＳｈａｍｕｓＲａｈｍａｎ２０１１，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ａ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ＥｌｉｔｅａｔＳｔ．Ｐａｕｌｓ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Ｋｒｙｌｏｖ，Ｄ．＆Ｇ．Ｌｏｇｉｎｏｖ２０１０，“ＷｈｅｎＩＢｅｇａｎＭｙＷｏｒｋ，ＭｙＦａｎｔａｓｙＷａｓＴｈａｔＭａｒｘｉｓｍＷｏｕｌｄ

ＯｎｃｅａｎｄｆｏｒａｌｌＤｅｆｅａｔ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ＥｒｉｋＯｌ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

（１０）．

Ｋｕｈｎ，ＴｈｏｍａｓＳ．１９６２，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ｓｌｅｔｔ，Ｂａｒｂａｒａ１９９１，“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Ｏｇｂｕｒ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ＧｅｏｒｇｅＡ．１９４７，Ｃ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ｖｅＵ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ａ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Ｃｏ．

Ｌｙ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３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ｏｒＷｈａｔ？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Ｍｅｒｔ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Ｋ．１９９４，“ＡＬｉｆｅ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Ｍｉｌｌｓ，ＷｒｉｇｈｔＣ．１９６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Ｅｄｉ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ＩｒｖｉｎｇＬｏｕｉｓ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ｄｕｍ，ＨｏｗａｒｄＷ．１９５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１９５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Ｃｏ．

Ｏｇｂｕｒ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１９３０，“ＴｈｅＦｏｌｋｗａｙｓｏｆ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ｏｎｔｈｌｙ３０．

——— １９６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ｇａｓ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ＯｔｉｓＤｕｄｌｅｙＤｕｎｃａｎ（ｅ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ＯｇｂｕｒｎｏｎＣｕｌ

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６４ｂ，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Ｃｌｏｕｃｅｓｔｅｒ，ＭＡＳＳ：Ｐｅ

ｔｅｒＳｍｉｔｈ．

Ｒａｗｌｓ，ＡｎｎｅＷａ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８，“ＴｈｅＷａｒｔｉｍ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Ｕ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４０－１９４７：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２１（４）．

Ｓｍｅｌｓｅｒ，Ｎｅｉｌ１９９７，“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Ａｒｔ．”ＩｎＫａｉＥｒｉｋｓｏｎ（ｅ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

７２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



ｉｃａｌＶｉｓ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ｗｍａｎａｎｄ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Ｓｕｄｎｏｗ，Ｄａｖｉｄ１９７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Ｓｕｄｎｏｗ（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Ｔｉｒｙａｋｉａｎ，ＥｄｗａｒｄＡ．１９７９，“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Ｓｎｉｚｅｋ，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Ｒ．Ｆｕｈｒｍａ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Ｍｉｌｌｅｒ（ｅｄ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Ｃ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ｒｅｓｓ．

Ｔｕｒｎ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２００７，“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ｒｏｍｉ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ｔｏ１９４５．”ＩｎＳｔｅｐｈｅｎＴｕｒｎｅｒ＆ＭａｒｋＲｉｓｊｏｒｄ（ｅｄ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 ２０１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Ｐｒ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ｔｏＰｏ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

ｍｉｌｌａｎ．

Ｗｅｂｅｒ，Ｍａｘ１９４９／１９０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ＥｄｗａｒｄＡ．ＳｈｉｌｓａｎｄＨｅｎｒｙＡ．Ｆｉｎｃｈ．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Ｗｕ，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２００９，“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Ｊｕｎ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ａｎｅｔ．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ｓａｖｖｙ／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ｍａｙｊｕｎ０９／ｉｎｔｌ＿０５０９．ｈｔｍｌ）．

Ｘｉｅ，Ｙｕ２００７，“ＯｔｉｓＤｕｄｌｅ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Ｌｅｇａｃｙ：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ａｓｏｎ

ｉｎｇ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２５（２）．

——— ２０１１，“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ｈｉｎａ：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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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０ｔｏ１９４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５（２）．

——— ２０１８，“Ｍｏｄｅ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ｕ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ａＤｙ

ｎａｍｉｃＷｏｒｌｄ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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